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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理论道路的迷茫、艰辛与光荣
———中国图书馆学暨《中国图书馆学报》六十年

范并思

摘　 要　 中国当代图书馆学自 １９５６ 年起步，经历了 ６０ 年艰难的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图书馆学报》及其他刊

物已发表论文的分析，揭示中国图书馆学 ６０ 年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成就。 文章将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置于历史环

境和国际环境中，分迟到的起点、持续的徘徊、艰难的起步、漫长的重建、迷茫中破局、新世纪的理论光辉等不同阶

段，考察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进步。 参考文献 ２９。
关键词　 图书馆学基础　 图书馆学史　 中国图书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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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迟到的起点

近现 代 意 义 上 的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由 于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年间战争的分割，形成特色迥异的

两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１９４９ 年，一
般被当成第二个阶段当代图书馆学的起点。
１９４９ 年战争结束，建设时期开始，图书馆事业恢

复并快速发展。 但图书馆事业发展并未直接带

动理论的发展。 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
１９４９ 到 １９５６ 年间，除了杜定友一部科普性的

《新图书馆手册》，几乎没有可以让人提及的

成果。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年间图书馆学停滞不前的原因

在于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环境。 洪范五

（洪有丰）的命运也许就是这一时期理论家的真

实写照。 洪范五是著名的图书馆活动家和理论

家，１９２５ 年任中华图书馆协会首届董事部董事，
首届董事部 １５ 名成员中有梁启超等 １２ 位民国

政要或名流，洪先生是其中的 ３ 名图书馆学家之

一。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主

任的洪先生没有随学校一起撤离，选择留在南

京。 洪先生成为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成为

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成员，协助新生政权接管

文物的工作。 但不久洪先生等一大批民国时期

的知识分子受到怀疑或冲击。 １９５１ 年洪先生离

开南京进入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一

年的学习内容已无从可考，从洪先生学习期间

留下的数十页交待材料，读得出那一代人的无

奈。 学习结束后洪先生无法在南京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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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 年只身调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洪先生的

简历中填着副馆长职务，实际上直到 １９５６ 年初，
洪先生一直在管理阅览室。

１９５６ 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

告》发表，洪先生等知识分子终于盼来了重新为

国效力的机会。 华东师大一位校领导“碰巧”去

图书馆，在阅览室惊讶地认出大牌教授洪范五。
于是洪先生正式出任副馆长。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中

国图书馆学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沈祖荣和洪范

五这两位首届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部董事重回

图书馆学最高舞台，成为筹备委员会成员。
无论史学家们如何褒扬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年间的

图书馆学，我相信在图书馆学家经受着流放和

屈辱的年代，不会有真正的图书馆学。 １９５６ 年

才是中国当代图书馆学的起点。 １９５６ 年，全国

图书馆工作会议和全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会

议相继召开，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科学

讨论会和南京图书馆第一届（全国）图书馆学科

学讨论会相继举办，《人民日报》发表《向科学进

军中的图书馆工作》的社论，中国图书馆学会筹

备工作启动。 因为战争和政权交替中断将近 ２０
年的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终于重新启动了。

１９５７ 年创刊的《图书馆学通讯》，即今天的

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刊《中国图书馆学报》，伴随

着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前行中的迷茫、艰辛和荣

光，走过了整整 ６０ 年。

１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持续的徘徊

１９５６ 年中国图书馆学重新起步后，１９５７ 年

开始，图书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图书馆学

通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 《图书馆》等为

数不多的几种刊物公开发表。 几代图书馆学家

一起登上理论舞台，学术刊物上初现理论繁荣。
老一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刘国钧等，文华一代

图书馆学家李钟履、钱亚新、皮高品、毛坤等，新
海归一代（即 １９４５ 年以后回国的学人）陈鸿舜、
孙云畴、关懿娴、邓衍林等，新学人一代（１９４９ 以

后出现的学人）黄宗忠、周文骏、谢灼华、彭斐章

等，都是学术舞台上活跃一时的人物。 这一时

期最好的时间段是 １９５７ 年和 １９６２ 年。 这两个

时间段的学术论文覆盖了图书馆学的大多数

领域。
当时刊物的文章中除了较多的工作研究文

章外，通讯类文章占了较大比重。 这也是理论

起步之初的特征之一。 １９５７ 年，《图书馆学通

讯》刊出一批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各

国图书馆活动的文章。 涉及的国家除了苏联和

东欧等 “社会主义阵营” 国家外，还包括美国

（《美试验传真借书办法》）、英国（《略论“英国

期刊联合目录”》）、丹麦（《丹麦拍摄“开放的书

架”文献影片》）、日本（《日本高等学校图书馆

概况》）、印度 （《 印度图书馆界消息》）、印尼

（《印度尼西亚的公共图书馆》）等国。 这些文章

篇幅虽不长，但在当时环境下实属难得。 如张

遵俭译自《分类与编目杂志》的《杜威十进分类

法第十六版编订情况》一文，介绍了杜威分类法

十四版引起的学术争议，及十六版的编订者转

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重要信息［１］ ，文章对了解

国际图书馆分类法的理论进展具有很重要的

价值。 稍有遗憾的是，１９５８ 年开始，对国外图

书馆的介绍又圈定在“社会主义阵营” 国家范

围了。
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初步呈现理论繁荣，

文献中不乏亮点，且一直为后人称道。 当时发

表的期刊论文中，除了由于特定历史环境导致

的批判性文章和时政跟风文章（如向科学进军、
大跃进类文章）外，有五个领域的研究较为引人

注目：图书馆学基础、图书馆史、联合目录、图书

分类和古典文献学。 这五个领域中，图书馆学

史的代表性研究是谢灼华对“古越藏书楼”的研

究，古典文献学的代表性研究是王重民对“七

略”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后人的总结中多次提

及，这两个领域也缺乏可比较的国际背景，本文

不再赘述。 从中国图书馆学史和国际图书馆学

进展这两个视角看图书馆学基础、联合目录和

图书分类这三个典型领域，１９５６—１９６６ 年的中

国图书馆学，只能说是徘徊不前的 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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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图书馆学基础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是一个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问题，１９５７ 年后刘国钧《什么是图书馆

学》引发了不少讨论，使“什么是图书馆学”的研

究受到图书馆学史的高度评价。 但实际上当时

讨论的理论进步十分有限。 《什么是图书馆学》
提出了“五要素说”，“要素说” 产生于 １９２０ 年

代，刘国钧的贡献是将此前的三要素、四要素扩

展为了五要素。 这种扩展固然属于理论进步，
但并不是突破性、颠覆性的进步。 更何况《什么

是图书馆学》几乎自发表开始即遭到一轮又一

轮的批判，微不足道的理论进步成果惨遭破坏。
从国际图书馆学进展看，战后国际图书馆

学基础理论取得极为重要的进展，１９５２ 年谢拉

创立“社会认识论”，将其作为图书馆学理论基

础。 １９５７ 年兰德赫尔出版 《 图书馆的社会功

能》，创立图书馆社会学。 除了这些属于“图书

馆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外，更为重要的理论进

展体现在图书馆职业理念的研究。 早在新图书

馆运动时期，刘国钧、杜定友、李小缘等人就已

经提出图书馆为所有人服务的观点。 这些观点

在国际上虽然并不领先，但至少跟上了国际潮

流。 战后国际图书馆界通过公共图书馆社会职

能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图书馆职业理念的内涵。
１９４７ 年，Ｓ．Ｈ． Ｄｉｔｚｉｏｎ 的《民主文化的武器库》第

一次将公共图书馆的职能与对社会底层人士的

人文关怀联系在一起，深刻揭示了公共图书馆

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 １９４９ 年谢拉的《公共

图书馆基础》、加库的《公共图书馆与政治作用》
都阐述了公共图书馆与政治民主的关系，这些

理论工作突破了芝加哥学派的图书馆哲学的纯

理论范式，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

言》问世奠定了基础。 相比同期我国图书馆学

基础，图书馆职业理念研究比新图书馆运动时

期大步后退，为所有人服务的观点受到批判且

无人正面讨论，而公共图书馆与现代民主政治

的问题更是无人敢触碰。 相比较而言，“什么是

图书馆学”的讨论只是在重复 １９２０ 年代一个学

究式命题，远不能使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缩

小与国际图书馆学的距离。

１．２　 联合目录研究

我国图书馆学对联合目录的研究是 １９５７ 年

图书馆学的一个亮点。 联合目录研究部分属于

目录学研究，当年的论文在目录学领域并没有

突破性的创新，但《试论联合目录》中对于多种

欧美国家联合目录的介绍和讨论，国外资料之

详实，在文革前的图书馆学论文中十分罕见。
联合目录同时也是文献资源建设的课题，这是

当时联合目录研究的事业发展背景。 １９５７ 年国

务院发布《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成立了北京和

上海两个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开始了我国图书

馆事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献资源共享。 建

立全国图书联合目录是这一工作的任务之一。
毛坤和邓衍林等人对于联合目录的研究着眼于

文献资源共享，毛坤认为联合目录的功用之一

是“便利图书馆间开展馆际互借工作” ［２］ ，邓衍

林更是直接从《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的任务开始

讨论联合目录，认为联合目录的意义是“充分发

挥图书馆资源和潜力”，其功用包括“便利馆际

互借和复制工作，发挥全国藏书互通有无的高

度利用率和流通量” “协调书刊选购，避免不必

要的重复” ［３］ 。 这些研究工作，无论是研究领域

的前沿性还是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准，都超越了

新图书馆运动时期的理论水平。
尽管从我国图书馆学发展史看，联合目录

研究有明显的理论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取得了

重大理论突破。 但放到国际图书馆学背景下考

察，我国文献资源共享研究与国外的差距却并

未缩小。 二战结束后，文献资源共享领域出现

的最重要变化是由文献共享走向文献共建共

享。 文献共建的最重要成果是 １９４８ 年开始执行

的美国法明顿计划。 这一计划通过联合采购、
联合目录和馆际互借，实现了在有限经费的前

提下文献的最大保障率。 由于当时我国图书馆

学研究者无法了解法明顿计划等文献资源共享

的最新进展，不能为决策者提供更先进的政策

思想，只能听任前苏联专家指导《全国图书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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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编制。 《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试图通过图

书调拨这种完全依靠行政命令、具有明显“一平

二调”的手段，来实现文献资源的优化布局，其
理论、思路大大落后于法明顿计划。 毛坤等人

研究联合目录的理论光芒，可以说被淹没在这

一缺陷中。

１．３　 图书分类研究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我国的图书分类研究一直为

图书馆理论界所称道，新中国建立后，各地陆续

编制新的图书分类法。 新的意识形态确立后，
图书分类法势必进行调整和修订，理论家们讨

论修订的原则也是必然的，如 １９５１ 年杜定友对

“根据马列主义， 确定分类大纲” ［４］ 的论证。
１９５７ 年以后，围绕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讨论

逐渐增多，成为一个理论的热点。 张德芳讨论

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原则，涉及的问题包括“图书

分类与学术分类” “ 客观原则” 和 “ 发展原

则” ［５］ ，表现出当时难得的学术理性。 有些学者

的研究进入图书分类的技术层面，如汪家熔讨

论同类书排列问题，分析了著者排列、书名排列

和顺序号排列三种排列方式的优劣，主张“根据

图书整理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的要求来排

列” ［６］ 。 毛坤的标题目录研究质疑图书分类法

“落后于现实” ［７］ ，杜定友提出了“在一定范围内

充分利用字顺排列法，走向新型的分类主题目

录”的图书分类法的路向［８］ ，引发一场关于分类

法发展方向的讨论。
张德芳、毛坤、杜定友的上述研究，较我国

早年图书分类法研究有所进步。 其实，１９３０ 年

代我国图书分类研究已经有很高的水准，如子

远对杜威法与国会法的比较研究，王晓初对杜

威法与卡特法的比较研究，胡延钧对冒号分类

法的研究。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年间我国图书馆学家并

未很好继承这些研究，他们对政治性、思想性问

题的兴趣远远大于技术性问题。 杜定友基于分

类技术提出的图书分类法的路向问题，也很快

变为政治批判的话题，成为一场理论闹剧。 相

比战后国际图书馆学，以阮冈纳赞为代表的图

书分类学家根据信息获取与组织对于图书分类

的新要求，大大发展了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
１９５２ 年出版的《冒号分类法》第 ４ 版中引入了分

面分析、基本范畴等众多新的分类理论。 １９５７
年出版的《图书分类导论》第 ２ 版是图书分类学

史上最著名的理论名著，奠定了现代图书分类

学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这些研究成果，直
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刘国钧介绍过来。 从国际比

较结果看，这一时期我国图书分类法研究与世

界的距离没有任何缩小，而是在扩大。

２　 １９７３—１９７８：艰难的起步

中国图书馆学全面停滞发生于 １９６６ 年，但
实际上 １９５８ 年以后学术界频频出现的各种非学

术的批判，早已将理论家们的学术创新的热情

与勇气消磨殆尽。 刊登于图书馆学正式刊物上

的对知名图书馆学家的点名批判，也是一块块

无法抹平的历史伤疤。 １９６４ 年《图书馆》 （即今

天的《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停刊，更是显现图书

馆学界的非学术争斗的巨大破坏力。 １９６６ 年文

革运动开始，图书馆杂志普遍停刊，图书馆学教

育也停顿多年，众多图书馆学家也被迫停止了

理论研究。
文革造成的图书馆学全面停滞并没有延续

到文革结束，而是自 １９７３ 年起已经开始艰难起

步。 以 １９７２ 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

系恢复招生为标志，图书馆学出现复苏起步的

迹象。 １９７２ 年中美关系改善使图书馆学受益匪

浅，全面了解欧美图书馆学成为北京图书馆、中
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

学系等图书馆学主要研究单位的重要任务，一
些介绍国外图书馆发展趋势的资料逐渐翻译印

行，如刘国钧译《 ＭＡＲＣ 款式详细说明书》。 文

革后期的图书馆学远远谈不上繁荣，非公开印

行的图书馆学刊物中仍处处可见政治运动的口

号和标语，经验描述仍是学术文章的常态，但优

秀的研究者们已经回归了对于学术的敬重，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年间动辄点名批判，大帽子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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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计算机应用是当时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契

机，也是图书馆学重新起步的重要标志。 １９７５
年，刘国钧发表《马尔克计划简介－兼论图书馆

引进电子计算机问题》，论文首次公开介绍美国

国会图书馆 ＭＡＲＣ 计划，特别是 ＭＡＲＣ 格式，并
对我国使用 ＭＡＲＣ 和图书馆自动化问题进行了

具有前瞻性的讨论。 国际图书馆学正式采用计

算机技术是在 １９６０ 年代后期，标志性成果是

１９６９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 ＭＡＲＣⅡ研发成功。 刘

国钧对 ＭＡＲＣ 的关注表现出超凡的学术敏锐和

学术责任， “ 表现出开放的视野与伟大的预

见” ［９］ 。 １９７５ 年刘国钧对 ＭＡＲＣ 的关注与研

究，从中国图书馆学史的角度看是突破性的研

究，从世界图书馆学角度看，则是大大缩小了中

国图书馆学与国际图书馆学的时间距离。 这一

时期主题法研究进展也与计算机应用相关。
１９７４ 年国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即 ７４８ 工

程启动。 ７４８ 工程配套项目《汉语主题词表》同

年开始编制，部分参与此项目的图书馆学家开

始了新的理论工作。 １９７６ 年丘峰《主题法与分

类法》发表。 这篇论文回归检索层面讨论主题

法和分类法的技术问题，表现出远超越我国以

往图书分类研究的理论水准。
１９７６ 年文革结束后，图书馆学并未立即走

上正轨。 部分学术刊物和学术论文中仍然有许

多非学术成分。 但代表我国图书馆学最高水准

的一批论文却顽强地体现着学者们对于纯粹图

书馆学的敬畏，如刘国钧《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

类法评述》《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

问题》、刘湘生《谈谈叙词表》等论文。

３　 １９７９—１９９０：漫长的重建

１９７８ 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

社会管理者的价值取向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

设。 图书馆学终于摆脱了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间非学

术因素的困扰，进入一个全新的理论时代。 文

革前一代图书馆学人敢于否定自己耕耘数十年

的理论，文革后成长的新一代学人则成为经验

图书馆学的最大冲击力。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中国图书馆学建成了基本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特

征，并具有与国际图书馆学对话能力的新图书

馆学。 １９７９ 年复刊的《图书馆学通讯》，成为图

书馆学理论重建的最主要见证者和参与者。 该

刊不但发表了一批激烈抨击经验图书馆学的高

水平论文，而且在 １９８６ 年以后的几个中青年学

术会议上组织“会中会”，直接介入图书馆学重

建的理论交锋之中。
图书馆学理论重建持续了整个 １９８０ 年代，

重建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经验图书馆

学复苏、经验图书馆学批判和新型图书馆学建

立。 虽然重建过程中有过一些波折或争议，但
图书馆学理论重建的趋势从未改变。

３．１　 经验图书馆学重建

１９７８ 年底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图书馆

学家们摆脱了研究中的非学术因素的困扰，图
书馆学理论开始重建。 重建之初图书馆学理论

规模不大，高水平文章不多，但仍有不少亮点。
基础理论领域，周文骏《图书馆工作的传递作

用、体系和发展》从情报传递角度探索图书馆工

作规律，提出了“传递图书情报是图书情报工作

的核心” “现代化是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必由之

路” ［１０］ 等新观点，这一观点后来深化为周的“文

献交流理论”。 应用图书馆学领域，黄俊贵和阎

立中关于中文图书著录标准化的研究关注并认

同了西方文献著录标准化的理论与实践，他们

的研究为我国图书馆计算机应用奠定了基础。
杜克关于图书馆网的研究主张借鉴西方图书馆

事业网和计算机检索网两个网络建设经验，其
中关于图书馆事业网的研究介绍了西方建立图

书馆总分馆和流动图书馆的经验［１１］ ，可惜我国

的总分馆建设在 ２０ 多年后才真正走向实践。
１９８０ 年定型的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就是人

们重建经验图书馆学的产物。 这部教材由北京

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优秀教师共同编

写，清除了以往教材中许多非学术内容，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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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图书馆现代化等新的内容。 但由于当时的图

书馆学家们对西方图书馆学了解非常有限，教
材没有吸收芝加哥学派对杜威图书馆学的批判

与改造成果，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局限于图书

馆工作流程或要素。 因此，尽管它形式上不同

于以往的图书馆学基础教材，但从学术思想渊

源及体系结构看，它仍属于经验图书馆学，其理

论特征是对图书馆活动的经验描述，而不是对

图书馆活动的社会背景或内在机理的更为本质

的分析。
受到改革开放早期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乐

观心态的影响，经验图书馆学重建被人们寄予

太多的期望，给予太多的好评。 但从国际图书

馆学发展背景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并没有太多

可以陈述的内容。

３．２　 经验图书馆学批判

进入 １９８０ 年代后，人们不再满足于恢复新

图书馆运动时期或“十七年”的图书馆学，而是

将视野投向更具现代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及芝

加哥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图书馆学。 １９８２ 年

前后，人们对于经验图书馆学的不满开始加剧，
由此形成一波对于经验图书馆学的批判。 恢复

高考后入学的一代人逐渐走上图书馆学舞台，
也为这种批判带来新的力量。

中国经验图书馆学存在于图书馆学基础与

应用图书馆学的各个学科，但对其批判主要发

生在图书馆学基础领域。 １９８１ 年彭修义《关于

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批评大学图书馆

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薄弱，概论式课程令人

沮丧，培养学生的方式误人子弟［１２］ 。 彭修义的

文章在《图书馆学研究》 等刊物上引起强烈反

响，金恩晖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至今还没有

从知识的总体上，从信息产生与交流的规律上，
从这门科学的本质上，概括出（或曰抽象出）具

有规律性的原理来” ［１３］ 。 １９８２ 年邱昶、黄昕《论

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严厉批评我国图

书馆学研究现状，指出我国图书馆学正处在“危

机”和“革命”的交接处［１４］ 。 随后沈继武、刘迅

《论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则将“危机

说”进一步系统化［１５］ 。 １９８５ 年张晓林《应该转

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指出我国图书馆学研究

的主要方向和内容一直是“图书馆的组织，工作

内容和方法”，这种认识和实践“违背了认识事

物的客观规律，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视线和思

维，也严重地限制了图书馆研究和图书馆工作

本身的发展” ［１６］ 。 文章发表后， 《图书馆学通

讯》随即刊载了相应的讨论。 主要学术刊物《图

书馆学通讯》《图书馆学研究》的高调参与，使经

验图书馆学批判达到了高峰。
１９８０ 年代中国图书馆人对于经验图书馆学

的批判，有些类似于 １９３０ 年代芝加哥学派对于

杜威经验图书馆学的批评。 或者说，中国图书

馆人终于完成了被长年的战争和政治运动打断

了的图书馆学理论进阶过程。 稍有遗憾的是，
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武器不仅有抽象化思维，还
有源于田野研究的实证研究。 而当时中国图书

馆学仅仅继承了前者。

３．３　 新型图书馆学建立

经验图书馆学的批判，导致图书馆学理论

价值观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一种以现代科学精

神为基本导向的新型图书馆学逐步建立起来。
新图书馆学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

１９８０ 年代中后期， 这一过程特别令人注目。
１９８０ 年代图书馆学科学思想的变革有四个理论

特征：从经验描述到科学精神，从微观领域进入

宏观领域，从批判式研究到建设式研究，理论格

局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在 １９８０ 年代图书馆学

的进步中，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文献资源建设和

情报检索语言这三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变革最

具有典型性。
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学者们没有停

留在对经验图书馆学的批评，或对于学科现状

的抱怨，而是在多元化的理论格局中探索新的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和理论体系，走上了建设式

图书馆学的道路。 例如，１９８５ 年宓浩、黄纯元发

表《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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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的建设》，创建知识交流论。 知识交流

论认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应该是社会知识交

流。 在图书馆的知识交流过程中，读者是交流

作用的对象，藏书是一种交流的媒介，图书馆员

是交流的组织者和中介者，图书馆内部的处理

工作则可以理解为以交流为目的的知识整序过

程” ［１７］ 。 宓浩等人还以知识交流论为框架编撰

《图书馆学原理》，使知识交流论成为较完备的

学说。
检索语言研究领域，图书分类曾是图书馆

学中最具有技术含量的领域，但自从思想性问

题讨论进入这一领域后，分类技术研究举步维

艰。 张琪玉等人提出“情报检索语言”取代图书

分类，试图使图书分类研究摆脱非技术问题的

纠缠，将图书分类理论纳入“以检索效率为中

心”的纯技术领域。 １９８４ 年《情报检索语言》的

出版标志着这一领域的真正形成。 从国际图书

馆学横向比较看，尽管国外早有检索语言这一

名词，但将检索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图书馆学

分支学科来建设，中国人走的是自己的路。 这

也是新图书馆运动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学科理论

创新的首次尝试。
文献资源建设领域，１９８４ 年肖自力撰文首

次采用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随后这一概念被

理论界普遍认可。 １９８８ 年“全国文献资源调查

与布局研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带动

全国文献资源建设研究。 １９９０ 年前后，该项目

系列报告陆续在《图书馆学通讯》等刊物发表，
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高峰。 从藏书建设到文

献资源建设的发展是经验图书馆学发展到新图

书馆学的一个缩影，文献资源建设概念的提出

及研究领域的形成对中国图书馆学具有重要的

创新意义，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中国图书馆学

家首次用自己的概念创立一个研究领域。

４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迷茫中破局

进入 １９９０ 年代，迅猛前行的中国图书馆学

似乎步入了十字路口。 一方面，图书馆学博士

点建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书馆学面上项目

启动，《图书馆学通讯》改名《中国图书馆学报》，
学科发展与变革的种种迹象，预示着中国图书

馆学登上了新的台阶。 另一方面，１９９２ 年邓小

平“南方谈话”推动中国社会市场化倾向，图书

馆市场化的理论和实践给图书馆公益性原则带

来世所罕见的挑战；市场化导致公众对图书馆

的需求骤然降温，“经费紧张和‘知识贬值’使公

共图书馆的发展跌入低谷” ［１８］ 。 以刘迅为代表

的一批优秀图书馆学家出国、 “ 下海”、转行，
１９８０ 年代最富有朝气的一代学人几近腰斩。 随

着世纪之交的临近，图书馆学对自身现状与未

来的认识变得更加迷茫。 从学科理论史的角度

看，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图书馆学史上最难把握

的一个时期。

４．１　 清理学科现状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间，理论界希望对 １９８０ 年代

迅速发展与变革的图书馆学进行梳理，以便更

好地走向新世纪。 １９９１ 年秋于庐山召开的全国

基础理论讨论会对 １９８０ 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的发展取得了共识：“长期流行的经验描述已渐

被摒弃，随之兴起的是逻辑的理性思辨。 在构

建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时，人们不再满足于经验

要素的简单堆砌，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逻辑联

系， 促 使 图 书 馆 学 理 论 体 系 更 趋 合 理、 科

学。” ［１９］ 次年，刘迅、范并思延续庐山基础理论

讨论会的话题，以《世纪之交的思考》为名发表

了一组信函，提出了绘制图书馆学的学科地图

以避免图书馆学步入各种理论误区的话题，“绘

制学科地图即理论界对图书馆学理论的总清

理，是世纪性的理论反思” ［２０］ 。 绘制学科地图

也是 ２１ 世纪国外图书馆学关注的学科建设任

务，如 ２０１１ 年美国图书馆学家 Ｄ．Ｌａｎｋｅｓ 出版的

《新图书馆学地图》。 １９９３ 年发表的《从经验图

书馆学到新型图书馆学》从图书馆学分支学科、
理论特征和科学组织三个方面讨论 １９８０ 年代图

书馆学的发展与变革［２１］ ，给“清理学科现状”划

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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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

１９９１ 年中国承办 ６２ 届 ＩＦＬＡ 大会的申请获

批，经过 ５ 年精心筹备，１９９６ 年 ８ 月，主题为“变

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ＩＦＬＡ 大会在北京

召开。 这届 ＩＦＬＡ 大会及会议前后各种学术交

流，使中国图书馆理论界的国际交往变得空前

频繁，但真正代表中国图书馆学国际化水平上

台阶的学术成果，则是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间吴建中

《关于图书馆未来的对话》。 这组对话包括吴建

中与科林·史蒂尔、舒茨、帕特里西娅·沃德、
竹内悊、韦伯、瓦拉莫夫、戈曼、盐见升、凯尼格

等众多国际图书馆学家及张琪玉、侯汉清等国

内图书馆学家的对话，内容涉及图书馆学基础

理论（图书馆未来）、公共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管

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信息化及检索语言

等。 这组对话表明中国图书馆学家敏锐地关注

着国际图书馆学的最前沿，他们看到了“图书馆

正经历着一场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图书馆的

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２２］ ，并
严肃地思考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图书馆学理

论和图书馆服务带来的挑战。 这组对话是中国

图书馆学与国际图书馆学首次真正意义的大规

模对话，它表明中国图书馆学已经走出了国外

图书馆学文献译入 ／ 译出的底层次交流，是世纪

之交的中国图书馆学国际交流登上新台阶的

标志。

４．３　 网络信息环境和数字图书馆技术

１９９０ 年代是网络信息环境迅速变化的年

代，对图书馆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则是数字图书

馆的研发热潮。 自美国“数字图书馆先导计划”
启动后，我国数字图书馆研究从一般介绍到逐

渐深入，从关注技术问题到关注数字图书馆涉

及的各类问题。 如汪冰关注的问题包括“数字

图书馆的基本含义；数字图书馆对传统图书馆

的影响；数字信息时代的信息识知能力；数字图

书馆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如技术问题、版权问

题、经济压力以及其他非技术因素” ［２３］ 。 当然

数字图书馆研究对中国图书馆学的意义远不止

几篇论文或几个项目。 １９９０ 年代后期的数字图

书馆研发动员了大批图书馆人，包括理论界与

实践界、专家与普通馆员、图书馆专业人员与非

图书馆专业人员，来研究或关注图书馆的技术

进步。 在中国图书馆学历史上，对一项“技术”
的如此大规模的关注是空前的，它改变了中国

图书馆学的基本属性，使得关于技术问题的研

究真正成为图书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５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新世纪的理论光辉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图书馆学迎来了全新

的发展时期。 随着中国社会权利意识的苏醒，
国家社会管理和文化管理政策逐渐回归公益，
国家对于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投入逐年增加。
理论领域，新一代图书馆学家逐渐成长与成熟，
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实践领域，图
书馆管理者对于理论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大

幅提升，带动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不断创新。
在经历了对国际图书馆学百年追赶，以及追赶

过程中长达数十年的停滞与迷茫之后，中国图

书馆学终于成为国际图书馆学大家庭中一名名

副其实的主要成员。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令人

印象深刻。

５．１　 图书馆服务理念的研究、宣传与应用

图书馆服务是专业化的服务，其重要特征

就是在管理与服务中秉承这个职业的基本理

念。 这种职业理念源于公民文化权利，是图书

馆行业对社会的基本承诺。 在国际上，现代图

书馆职业理念对于图书馆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存在。 但在中国图书馆界，无论是新图书馆运

动时期还是 １９８０ 年代图书馆学重建时期，理论

家们都没有真正研究与认识它。 这在某种程度

上导致了 １９９０ 年代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扭曲。
２００２ 年李国新发表《对“图书馆自由”的理

论思考》，通过对美国《图书馆权利宣言》和日本

《图书馆自由宣言》的系统讨论和背景分析，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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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公众自由利用图书馆是一种‘权利’”的观

点［２４］ 。 随后关于图书馆权利的研究逐渐升温，
２００５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首次“新年峰会”，将此

议题作为首个议题，《图书馆建设》开辟了“走向

权利时代”的专栏。 与图书馆权利研究并进的

是公共图书馆精神的研究，２００２ 年范并思从研

究公共图书馆制度的角度讨论了公共图书馆作

为一种社会信息保障制度保障公民获取知识或

信息的权利的问题，２００４ 年《公共图书馆精神的

时代辩护》更系统阐明了这一观点：公共图书馆

是一种社会知识或信息保障的制度，它的存在

使公民具备了自由获取知识或信息的权利［２５］ 。
自 ２００５ 年起，在图书馆权利和公共图书馆

精神研究的基础上，理论界热烈地讨论现代图

书馆服务的理念问题，涉及的问题有普遍服务

和平等服务（免费服务）、延伸服务（包括服务体

系建设和总分馆服务）、人性化服务、信息公平

和信息保障，等等。 至 ２００８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

《图书馆服务宣言》发布，宣告“中国图书馆人经

过不懈的追求与努力，逐步确立了对社会普遍

开放、平等服务、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 ［２６］ ，现
代图书馆服务理念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

新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家对图书馆服务理念

问题的研究，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图书馆人对

国际图书馆学的追赶的继续，是对以往图书馆

学理论不足的补课，但实质上这一研究具有非

凡的意义。 新世纪中国图书馆人对于现代图书

馆理念的研究，使图书馆权利、信息公平、智识

自由等现代图书馆学最为重要的命题成为中国

图书馆学的流行话题，使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公

共图书馆研究进入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位置。
更重要的是，关于普遍开放、公平服务、免费服

务、总分馆服务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应用，直接

或间接地导致了公共图书馆政策、管理与服务

的变革，推动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５．２　 在图书馆学前沿进行全方位的探索

２０００ 年前后互联网的发展遭遇“冬天”，数
字图书馆研发也遭遇瓶颈。 但自 ２００４ 年起，信

息技术的发展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 Ｗｅｂ ２．０、
云计算、移动技术、智慧技术（物联网）、大数据，
一波又一波的新技术浪潮，为图书馆信息服务

的升级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同时，由于信息

技术给图书馆服务带来的持续挑战，图书馆人

积极研究与图书馆管理、资源和服务相关的新

问题，不断开辟新的理论范畴或领域。 在新世

纪图书馆的服务创新与新技术应用研究中，中
国图书馆学不再是跟风追赶者的角色，而是积

极参与新领域的理论研究，成为国际图书馆学

前沿领域研究的重要成员。
在图书馆新技术应用领域，中国图书馆学

紧跟图书馆学最前沿，积极研究元数据、图书馆

２．０（及新一代图书馆集成系统、新型图书馆网络

服务）、关联数据、ＲＤＡ、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等图书馆技术

前沿，也略有超前地关注着云计算、移动计算、
物联网、大数据等影响图书馆信息环境的新技

术应用。 在新技术应用中，中国图书馆学家不

但关注已经应用到图书馆领域，“对现有能力和

机制起着增强作用的技术与方法”，还“高度关

注那些可能对我们所熟悉的能力和机制进行破

坏和颠覆的重大趋势” ［２７］ 。 在图书馆管理与服

务领域，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了几乎所有国际图

书馆学的前沿问题，如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

社会包容、信息素养教育、开放获取、图书馆绩

效评估、图书馆空间改造（包括创客空间）、图书

馆营销、新型阅读服务（以活动化服务为主要特

征的阅读服务），等等。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不再是一直跟随国际

图书馆进行消化吸收，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逐
步产生了一些领先于西方图书馆学的研究成

果。 如图书馆 ２．０ 的概念首先产生于西方，但国

内《图书馆 ２．０：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比国外学

术期刊刊发的首篇同主题论文《图书馆 ２．０：新
一代的图书馆服务》早 ８ 个月发表，论文质量也

优于后者。 “阅读推广”一词在西方并非学理化

的概念，中国图书馆学界将这一术语作为图书

馆新型阅读服务的统称，对其定义、范畴、类型、
性质及其他基础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中国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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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学报》等期刊发表的阅读推广基础理论论文，
从理论上对“阅读推广”概念进行梳理和澄清，
确立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真正内涵，“提出了图书

馆阅读推广理论所应包含的内容和基本的体系

架构”，“构建图书馆阅读推广理论体系” ［２８］ 。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人培训教材中也出现

了《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 相比我国图书

馆学已经进入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认识问题和价

值观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至今西方图书

馆学对阅读推广的关注还基本停留在案例、调
研等经验研究的层面，阅读推广的概念使用混

乱，具有理论意义的研究十分难觅。
中国图书馆学全面参与国际图书馆学，还

可以从更多方面表现出来。 ＩＦＬＡ 官网上中文文

档越来越多，文档译出也越来越及时。 ＩＦＬＡ、
ＡＬＡ 的年会和各种图书馆专业会议上，中国图

书馆专家参会做报告越来越频繁。 图书馆营销

这样新的领域中，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厦门大学

图书馆也能积极参与并获得 ＩＦＬＡ 国际营销

大奖。

５．３　 图书馆学会成为理论研究的直接推动者

图书馆行业组织和期刊对图书馆理论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１８７６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

和《图书馆杂志》创刊，使美国图书馆学开始走

在世界的前列。 我国图书馆的行业组织始建于

１９２５ 年，但其成立没有改变图书馆学自发研究

的状况。 １９５６ 年我国开始重新筹建中国图书馆

学会未果，当时几个重要学术会议是高校的“五

四科学讨论会”。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代，虽然中国图

书馆学会的某些专业委员会也组织过学术活

动，但大学图书馆学院系对理论研究的推动更

大。 如 １９８０ 年代的“全国图书馆学中青年理论

研讨会”，１９９０ 年代的“海峡两岸图书馆学教育

研讨会”，这些影响很大的系列会议，都是在各

高校图书馆学院系轮流召开的。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图书馆学会创造了一

种与发达国家图书馆协会更为接近的工作模

式，通过直接组织学术活动，引领图书馆行业参

与理论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会直接组织的学术

会议和学术活动，成为新世纪图书馆学的强大

引擎。 ２００４ 年中国图书馆学年会是一个标志性

的事件。 中国图书馆学会借纪念中国图书馆百

年，将会议的主题确定为“百年图书馆精神”。
并通过一系列学术报告，使会议成为理论界称

之为“重续图书馆精神的历史链条”的会议。 此

后，图书馆年会一直是国内图书馆界最有影响

的学术活动，近年来年会的预告还能登上 ＩＦＬＡ
官网，显示出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２００５ 年开始

中国图书馆学会连续组织“新年峰会”，会议超

前地拟定当年重要学术议题，如图书馆权利、图
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都
是新年峰会引发的重要理论议题。 中国图书馆

学会创立的两年一届的青年论坛和百县馆长论

坛也是引领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会议，如百县

馆长论坛“使得‘县级图书馆’这个长期被学术

研究忽视的对象由此而引起了关注，为理论研

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２９］ 。 除会议之外，中
国图书馆学会还组织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活动。
如基层图书馆培训“志愿者行动”，组织了上百

人次的专家教授，连续 ５ 年在全国各地对基层图

书馆管理者宣讲先进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理

论，对基层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志愿者行动持续时间长、覆盖图书馆范围

大、参与者人数多，在国际图书馆界并无先例。
中国图书馆学会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促进阅读推广所

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是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理

论与实践能够走在国际前沿的重要因素。

６　 结语：期待理论输出

国际图书馆学界对于走向 ２０２０ 年有着很高

的期待，在部分中国图书馆学的论文或报告中，
对 ２０２０ 年的展望也开始出现。 今天的中国图书

馆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导致图书馆的规模急剧

扩张，信息技术应用促使图书馆服务能力的提

升，新型阅读服务不断创新图书馆的服务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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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应，新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也产生了

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成果，有些成果甚至

大大超出国际水平。 那么，对于正在走向 ２０２０
年的中国图书馆学，我们将有什么样的期望？

今天的中国图书馆学仍然未能真正走出国

门。 即使中国图书馆学家在英文学术刊物发文

或在国际学术会议发言，一般还是事业调研、技

术应用、资源与服务的介绍。 今天的中国图书

馆学，优秀的研究成果缺乏走出国门的勇气与

自信，因而未能对国际图书馆学输出理论、思想

或观念。 因此，我期待走向 ２０２０ 年的中国图书

馆学能够出现更加国际化的理论新人，完善理

论输出的机制，使中国图书馆学真正成为国际

图书馆学大家庭中有理论担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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